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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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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广 志

　　摘　要：孙中山早年在澳门的活动，包括进入镜湖医院、开办药局、推广西

医，乃至开展革命活动，均与澳门华商有密切关系。由于受葡医、中医的排挤与

忌妒，以及在华商中找不到政治运动的 “热心同志”，孙中山于１８９４年初带着遗

憾离开澳门。辛亥革命后，以卢廉若兄弟为代表的澳门新一代华商对孙的革命伟

业有了新的认识，出资出力，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逐渐转变为革命的 “热

心同志”。孙中山早期在澳门的活动，推动了近代澳门华人社会的开放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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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在澳门的活动，近年来史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① 这些研究

主要以孙在澳门行医及同盟会的活动为主线，关注澳门经历对孙思想的影响、孙在澳门行医及

其家人在澳门生活的情形等。“澳门不仅是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而且也是

孙中山安置家人和从事革命活动，进行救国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基地”，② 但由于研究视角

与史料匮乏等原因，已有研究对孙在澳门接触和交往的对象———华商缺乏足够关注，或一笔带

过，或语焉不详，对华商与孙交往的过程以及双方的心态鲜有论及，无法全面揭示孙早年在澳

门活动的历史面貌。本文拟以澳门华商与孙中山围绕推广西医与鼓吹革命的互动为视角，借助

新发现的史料，探讨在近代澳门华商崛起的背景下，华商与孙中山的关系，以期推进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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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吴伦霓霞、陈胜粦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香
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１９８６年；盛永华、赵文房、张磊编：《孙中山与澳门》，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若昂·哥德斯 （Ｊｏｏ　Ｇｕｅｄｅｓ）：《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１７期，

１９９３年；庄政：《孙中山学医及行医述略》，《历史月刊》（台北）第６０期，１９９３年；陈树荣：《孙中山
与澳门初探》，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澳门：澳门大学，

１９９６年；卡洛斯·高美士·贝萨 （Ｃａｒｌｏｓ　Ｇｏｍｅｓ　Ｂｅｓｓａ）：《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
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信》，崔维孝等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年；黄宇和：《孙逸仙澳门
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２００８年第６卷第２期；金国平：《孙中山与澳门二题》，《澳门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盛永华、张磊主编：《辛亥革命与澳门》，澳门：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２０１１
年，等等。

林家有：《香港、澳门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形成的影响》，《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３页。



与澳门”问题的研究。

一、镜湖医院：“破例”聘用孙中山

鸦片战争前，澳门华人商业处于为葡人服务的附属地位，仅在葡人的对外贸易及生活所需
中 “稍沾余利”，规模比较弱小。嘉庆年间，“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名口，

因夷人止知来往贸易，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而贫民亦可藉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

从无争竞”。①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开埠以及对外贸易的衰落，以鸦片走私、苦力贸易和赌博
专营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模式取代历时已久的以国际转口贸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澳门实
现首次经济转型。在新形势下，华人与葡人的经济实力出现逆转：华人资本以其独有的本土优
势与庞大的市场网络，积极参与赌博、鸦片等各类专营权的竞投与承办，迅速崛起，逐步掌握
了澳门的经济命脉。② １８５４年，美国海军准将马瑟斯·佩里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ａｌｂｒａｉｔｈ　Ｐｅｒｒｙ）抵达澳
门，看到华人商业的繁盛景象，感叹道：“昔日的澳门商业茂盛，一本万利，遐迩闻名，如今却
荡然无存……中国人的产业好像正在吞噬所有空间。确实，居民的构成大部分已都是中国的男
男女女，他们在葡国人和外国人家庭式的商行中从事最低贱的工作。中国人还开店铺、小作坊
和在集市上做生意。”③ 至１８６７年， “澳门贸易的关键掌握在华人手中”，澳门 “有４０家商行
（Ｈｏｓ），都是些寄卖店或代理行。这些都是澳门华人贸易最重要的商行。大部分商行，换言之，

其中的３６家总行设在澳门，在中国、交趾之那、暹罗、新加坡、槟城等地设有分行”。④

镜湖医院的创建，是近代澳门华商崛起以及华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１８７１年１０月

２８日，为解决日益增加的贫困华人就医问题，华人沈旺、曹有、德丰、王六 （禄）在澳葡政
府公物会注册立约，申请成立华人医院。１８７２年６月，镜湖医院落成启用。除建筑用地由澳
葡政府拨给外，医院建设费用由７１位商人、１５２家商号自愿募集。⑤ 该院创立后，采用中医
中药治疗，逐步发展成为澳门最具规模的华人慈善医院。自１８７４年起，镜湖医院每年公推１２
位华商出任总理，早期比较著名的总理有：曹应贤 （曹有，１８７４、１８８７）、赵允冠 （１８７６）、

冯成 （１８７８）、卢华绍 （卢焯之、卢九，１８７９、１９０６）、何仲殷 （何连旺、何穗田，１８８１）、曹
善业 （曹子基，１８９０）、吴节薇 （１８９３）、萧瀛洲 （１８９６、１９０６、１９０９）等。⑥ 这些巨商名绅
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巨大，在华葡社会拥有较高地位，与清政府、澳葡政府也有着广泛而
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开展医疗和慈善事务外，镜湖医院亦是华商领袖集议办公之所，有关华
人事务多在此商议，“一九一一年以前，澳门商人并无团体之设。每遇事故，则假座镜湖医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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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巡抚韩崶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嘉庆十四年二月初五
日 （１８０９年３月２０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
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２５页。

关于近代澳门华商的崛起，参见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的崛起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吴志良、金国
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１册，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３页。

文德泉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文化杂志》（澳门）第７—８
期，１９８９年。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Ｓａｍｐａｉｏ，Ｏｓ　Ｃｈｉｎ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ｄｅ　Ｎｏｒｏｎｈａ　ｅ　Ｆｉｌｈｏｓ，１８６７，ｐｐ．
１１４－１１５．
参见 《创建镜湖医院碑记》，原碑现存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内。

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１９８６年，第８５—８７页。



议解决”。①

１８９０年以后，镜湖医院的医疗与慈善业务蓬勃发展。此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
忌讳”。② 读书期间，孙与陈少白、尤列及杨鹤龄交往甚密，并不时来到澳门，驻停于水坑尾杨
鹤龄寓所 （人称 “杨四寇堂”者）。③ 澳门华商曹善业、何连旺等人凭此便利，曾邀请孙为其家
人治病，孙逐渐与澳门绅商熟稔，其医术在澳门已有一定影响。④ １８９２年７月２３日，孙中山以
最优异成绩毕业。同年９月，由卢九、何连旺、曹善业、吴节薇等人引荐，并经其本人 “屡
请”，孙中山为镜湖医院 “破例”聘用，“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

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竟破例从之”。⑤

孙中山由此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

孙中山到镜湖之后，尽管医术高明，但华人社会 “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对孙及其西
医西学多持怀疑态度。为此，华商领袖不遗余力，以各种方式积极推介孙的人品和医术，其
中以何连旺、卢九等人出力尤多。１８９３年初，前山军民府魏某久患痔疮，“每晨必大解，每大
解必卧数时而后起，其苦已甚，其累日深”。何连旺乃力荐孙中山为之诊治，“不过七日之功，

其痔遂脱，毫无他害”。魏某顽疾顿除，甚为感激，自７月２５日起连续在 《镜海丛报》刊登
启事，赞誉孙中山医术 “神乎其技”。魏某病愈后，“因之家内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
不疑”。⑥ １８９３年９、１０月，卢焯之、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一群自称
“乡愚弟”的华商以 “春满镜湖”为题，连续在 《镜海丛报》刊登广告，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人品
和医术：

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

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今我同人为之厘订规条，著明刻候……

一、凡到草堆街中西药局诊症者，无论男女，送医金贰毫，晨早七点钟起至九点钟止；一、

凡亲自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者送医金壹员……⑦

澳门华商将孙中山推崇为 “大国手”，为其厘订诊金规条，让孙中山颇为感慨，认为 “此事
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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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１９１３—２００３）》，２００３年，第４４页。例如，

１９０４年泰隆银号发生挤提风潮，“急请澳中富绅齐集镜湖医院商议办法”。医院绅董以务实态度，查清泰
隆银号家底，裁定 “先还一半”，“其息银即于是日止截”。事件平息后，“人皆颂院中诸绅善为调处，于
商务大有影响”。（《澳门商务之近闻》，《广东日报》（香港）甲辰年 （１９０４）十二月初五，第２版）
《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第２２９页。

参见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８—９页。

参见 《澳门之医业》，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

广州：岭南大学，１９３５年，第１７页。
《孙总理之医术》，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９页。按：究竟是谁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说法不一：

或说是吴节薇，或说是何连旺，或说是曹善业。笔者认为，卢九、何连旺、曹善业、吴节薇等人为当时
知名绅商，分别于１８７９、１８８１、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均在１８９２年前后参与镜湖医院的管
理工作，且对孙中山的医术人品早有认识。因此，他们一起或分别向镜湖医院绅董推荐孙中山，较有
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在香港法院认识的好友、葡人飞南第也参与了推荐。（参见卡洛斯·高美
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信》，第１７页）
《神乎其技》，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Ｊｕｌｈｏ　２５，１８９３．
《春满镜湖》，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２６，１８９３．



自澳门始”。① 经卢九、何连旺等人大力推广，孙中山乃声名大振，慕名病患日多，其医务迅速
发展。至１８９３年９月间，孙中山已开设镜湖医院西医局、草堆街中西药局、 “仁慈堂右邻写字
楼”医馆等门诊与药房，异常忙碌。② 陈少白对孙中山医务的发展速度也颇感惊讶：“很奇怪不
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③ 多年之
后，孙中山仍对华商在其医务上所给予的协助满怀感激：“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 （指
镜湖医院———引者注）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
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④ 在共同推广西医的过程中，孙中山与华商 “时相往还，友谊日笃”。⑤

这种经历与交情，为日后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继续得到澳门华商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读书期间往来澳门，乃至到镜湖坐诊赠药，充分利用了他的地缘优
势，其主要的交往与支持者，多为广东、特别是香山籍华商，包括顺德籍的何连旺、新会籍的
卢九以及香山籍的郑观应、曹有、杨鹤龄、黄咏商、曹善业、吴节薇、陈赓虞、陈席儒、萧瀛
洲等。⑥ 其中，郑观应、杨鹤龄、黄咏商、曹善业、何连旺、吴节薇、陈赓虞被冯自由誉为兴中
会初期孙中山的 “友好及同志”，⑦ 而吴节薇、何连旺，以及镜湖医院创始人、香山籍的曹有、

曹善业父子，对孙中山开创中西药局曾给予大力支持。

二、曹有父子：支持孙中山 “开创”中西药局

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不久，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孙中山为拓展医务，托吴节薇担保，

向镜湖医院揭 “本银贰千大员”，折银 “壹千四百四拾两正”，“订议在澳门大街开创中西药店一
间”，所借款项，用于 “寄办西国药料”，“自愿赠医不受谢步”。此次借款，“限用五年为期，到

·４７·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５０页。

参见 《春满镜湖》，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２６，１８９３．
陈少白： 《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第２７页。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０页。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第７２页。
“何连旺，广州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何氏
“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参见 《镜海丛报》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６日，第１０号、《兴中会初
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集，第５页）黄咏商为兴中会会员， “粤之香山
人，世居澳门……广州重阳之役，咏商鬻其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得资八千元。及败挫，诸领
袖多亡命海外，咏商独匿居澳门，未几以病去世”。（《黄咏商略历》，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６
页）吴节薇，又名吴文坚，香山籍商人吴昌之子。１８９３年任镜湖医院总理，１９０１年加入葡籍，１９０９年
为澳门 “纳公钞至多之人”之一。（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８６页；汤开
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 （１８５０—１９１１）》（以下简称 《澳门宪报》）１９０１年１月

１２日，第２号、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５日，第２０号，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２年）陈赓虞，香山籍著名华商
陈芳长子，在澳门从商。其弟陈席儒，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港澳两地经商，曾出巨资支持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１９１５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参见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
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９页）萧瀛洲，又名萧登、萧壮宗、亚登，香山籍商人萧五之子。

主要经营赌博、鸦片及银号。１８９６年任镜湖医院总理，１９１３、１９１４、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任澳门商会 （澳门
中华总商会前身）一、二、十、十一届总理。（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８６
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１９１３—２００３）》，第９２页）

参见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集，第３—７、２０页。



期如数清还；或过期不测，无力填还，担保人吴节薇兄自愿填足，毋得异论”。签约时， “知见

人”为黎若彭、阮建堂、黎晓生、曹渭泉、张桢伯、宋子衡等六人。① １８９３年４月２２日，孙中

山因 “在澳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壹间”， “需银应用”，再次由吴节薇担保，向镜湖医院益善堂
“揭到”本银 “贰千四百大员”，“知见人”为何穗田、罗澄波。②

在上述华商以及镜湖医院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西药局终于在７月底 “开市”。

自１８９３年８月１日起至１８９４年１月３１日，中西药局连续以 “中西圣药”为题，在 《镜海丛报》

刊登１９次 “启事”，声明 “本局拣选中西地道良药，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所制西药，早

已功效昭昭，遍闻远近，无烦赘述焉。中西各药，取价从廉，已于十七日开市”。③

关于中西药局的原址，历来说法多有出入。“揭本生息赠药单”显示，中西药店开在 “澳门

大街”。孙中山第二次借款时，其 “揭银单”声称 “在澳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卢焯之等人所

刊广告 “春满镜湖”也称 “草堆街中西药局”，但均未注明门牌号码。冯自由称 “孙设中西药房

于澳门康公庙前”，④ 张磊等学者则明确指出 “中西药局设于澳门草堆街８０号”。⑤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８日，黄宇和到草堆街实地考察，根据该街７８号东主熊永华口述，认为中西药局 “可能是８０
号”。⑥ 不过，由于没有确切的文献佐证，学者们关于 “中西药局原址在草堆街８０号”的结论，

无法令人信服。那么，孙中山创办中西药局时，究竟是谁为之提供药局 “店铺”？现存草堆街８０
号，究竟是不是中西药局原址？

笔者认为，此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与孙中山密切交往的华商及其相关活动入手。孙为开创

中西药局，两次从镜湖医院借款，均得到吴节薇、曹有、何连旺等人的支持与帮助。同样，中

西药局所用的房屋，或租或借，也应与上述华商有关。因此，如果能够查实当时草堆街８０号的

业主姓名，明析他与孙有何关系，他对孙的医务持何态度，或许可以确认中西药局的原址。

１８４６年５月２９日，澳葡总督亚马勒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ｄｏ　Ａｍａｒａｌ）宣布，“从本日起，所有铺户、杂货

店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都必须得到许可方可营业”。⑦ 这是澳葡政府褫夺华人商铺经营管

辖权的最早记录。１８４７年７月１４日，亚马勒为向华人征税，又宣布对华人商铺进行编号登记。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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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揭本生息赠药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６—７页。按：六
位知见人均为著名富绅，其中，黎若彭、黎晓生、张桢 （贞）伯三人为１８９２年镜湖医院总理。（参见
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８６页）孙中山此次借款，确实未能 “如数清还”。

据吴节薇回忆，“孙中山先生借了二千元，把钱 （投）在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而借钱所纳利息，是用
来购买西药赠给穷人的……直至借款五年的日期告满，我便代孙中山先生还了二千元，另外三百元利
息”。（《吴节薇讲述孙中山先生在澳行医情形》，《大众报》（澳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第１版）

孙中山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归还了此笔借款，镜湖医院将 “此银收妥后即将揭单交还孙逸仙先生收
回”，并开具收据。该 《揭银单》、《计数闲单存据》现存澳门镜湖历史纪念馆内。（另见盛永华、张磊
主编：《辛亥革命与澳门》，澳门：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２０１１年，第４８页）
《中西圣药》，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Ａｇｏｓｔｏ　１，１８９３，Ｊａｎｅｉｒｏ　３１，１８９４．按：黄宇和将 “十七日”折算为阳历７月

２９日，认为 “中西药局似乎迟至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９日才终于开业”。参见黄宇和： 《孙逸仙澳门行医探
索》，《九州学林》（香港）２００８年第６卷第２期。
《尤列事略补述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３１页。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１５６页。

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２００８年第６卷第２期。

Ｂｏｌｅｔｉｍ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Ｔｉｍｏｒ　ｅ　Ｓｏｌｏｒ，４ｄｅ　Ｊｕｎｈｏ　ｄｅ　１８４６．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
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４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１７页。

Ｌｉａ　Ａｒｅｚ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ｄｏ　Ａｍａｒａｌ，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ｄｏ　ｄｏ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ｄｏ　Ａｍａｒａｌ　ｅｍ　Ｍａｃａｕ（１８４６－１８４９），

ｐｐ．７－８．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４卷，第１６２８页。



从此，所有华人物业均须登记造册，受到澳葡政府的 “法律保护”。因此，如果能够找到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年间草堆街８０号屋在政府部门登记的册薄，便可知此屋的业主、方位与结构，并借此考证
其业主与孙中山的关系，推断此屋是否为中西药局原址。

现存 《澳门宪报》记载了近代澳门华人物业登记、转移的大量信息。该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９日
第９号附报刊登了这样一则 “文告”：

照得曹善根即善根，曹善麟即善麟，均已娶，居澳，业主，前到案控告曹善业即曹子
基，已娶，住澳，业主，欠银一案。经将后开各屋查封。兹定于西三月二十三日即华二月
二十一日十二点钟在本署将该各屋按照估价出投招买，价高者得。计开：……草堆街第八
十号屋，注册五百二十三号第三号Ｂ簿第一百五十页后幅，估价银五千元为底……①

这则 “文告”提供了１９０８年间 “草堆街第八十号屋”的业主姓名、登记册簿以及房屋动态、拍
卖估价等重要信息： （１）草堆街第八十号屋，业主为曹善业，又名曹子基，因 “欠银”一案，

被债主曹善根、曹善麟控告而被查封拍卖；（２）该屋注册号簿为 “五百二十三号第三号Ｂ簿第
一百五十页后幅”；（３）此屋价值颇高，“估价银五千元为底”，应是一间 “大屋”。

上述涉讼者曹善业、曹善根、曹善麟均为昆仲，其父为著名绅商曹有。曹有，字应贤，号
渭泉、益昌，又称曹存善堂、曹连益堂。据其孙曹克安称，“我的先祖，原籍中山县，后来移居
澳门。我的祖父曹应贤，献身为澳门侨胞服务，兴办医院，及各种慈善机构。他是澳门侨胞中
获葡皇授勋之第一人。在一八八零年，光绪六年，祖父祖母，接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
之赏，同时御赐牌匾一面”。② 曹有拥有赀财和声望，参与创建镜湖医院后，又于１８７４、１８８７年
担任该院总理。③ 对中西药局的开创和经营，曹有除了协助孙中山向镜湖医院 “揭银”外，也曾
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资料显示，围绕中西药局，曹有与孙中山曾有钱银往来。１８９６年９月２１
日，曹有在香港高等法院立下遗嘱，“将所有财产物业特分三股，如下所述分配……另股份及揭
项永年息收者列下———……孙逸仙药局一百四十四两”。④ 曹有立遗嘱时，孙中山已离开澳门二
年有余，该款仍列为 “揭项”挂账，并作为遗产分配，显然为中西药局未归还之借款。

曹有育有儿子多人，其中，三子曹善业，又名曹子基，擅长经营，勇于任事，曾于１８９０年
任镜湖医院总理。⑤ 如上所述，曹善业是孙中山的 “友好及同志”，是孙中山医务的热情支持者，
“及先生 （指孙中山———引者注）毕业，曹 （子基）何 （穗田）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
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⑥ 冯自由也指出，曹善业 “尝资助总理在澳门设立中西医局行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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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澳门宪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９日，第９号附报。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台北：星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页。按：曹有于１８８０年６月１７日获
葡萄牙王室授勋。（参见 《澳门宪报》１８８０年８月７日，第３２号）

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８５—８６页。

镜湖医院慈善会： 《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２０１１年，第３９
页。按：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孙中山将草堆街８０号之 “租金”折成 “揭项”待还。该资料承蒙澳门
特区政府文化局黄文辉先生惠告，特此鸣谢！

曹善业为澳门近代著名华商之一，热衷于政治及社会活动，曾先后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国皇太子访澳公
会董事 （１８９１）、公钞局替理 （１８９４）、公钞局书吏 （１８９５、１８９６）、理商局局员 （１８９４、１８９６、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业钞公会正会员 （１９０２）等职。（参见 《澳门宪报》１８９１年４月２日，第１４号、１８９４年１月６日，第

１号、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１日，第３２号、１８９５年１月５日，第１号、１８９６年１月１１日，第１号、１８９６年６月１３
日，第２４号、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第５１号、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６日，第１３号、１９０２年２月２２日，第８号）
《澳门之医业》，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第１７页。
《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集，第５页。



又曾与卢九等人在 《镜海丛报》宣传孙中山的人品医术。① 此外，受父兄影响，曹有的另一儿子
曹善允，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曾暗中相助。据曹克安称， “我父亲 （曹善允）对于革命工作，

暗助良多。（孙中山）在一八九七年抵达日本。同年陈少白先生，往日本参加在当处举行之兴中
会会议。同年我父亲不知甚么缘故，也到日本一行”。②

曹有以营造、收购等方式，拥有大量房产，而且长期持有经营，历经二十余年。１８９６年１２
月，曹有逝世，其家业，特别是房产，交由曹善业管理：“案据曹有即曹渭泉，又即曹应贤，又
即曹益昌，业已身故，所有遗下产业，经已开列立案。其开列立案者，乃系其总理产业之头人
曹善业。”③ 另据曹善业于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称， “窃善业所得存善堂物业，向系生父渭泉管理，

曾经当官喊冷 （拍卖）买入屋宇多间，递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渭泉公去世，该嘱书内特嘱将存善
堂尽交与善业管业收租。除先君二十余年及业手内十年，前后共三十余年，输税纳钞管业无
异”。④ 曹氏家族于甲辰年 （１９０４）刊印 《曹永荣堂业钞册》，上载 “曹善业翁名下纳各一
业钞纸”，其中，“存善堂”列有 “草堆街８０号”及其纳税数额，该屋时纳屋税、街灯、印
花等税费合计２６．３５元。⑤ 从以上曹有持有的房产及其继承情况来看，可以断定，自１８９２年
起，草堆街８０号为曹有的物业，曹有逝世后，由曹善业 “输税纳钞管业”，直至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９
日被查封拍卖。

可见，在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间，即孙中山开办中西药局时，“草堆街第八十号屋”为曹有所有。

为支持孙中山的赠药善举，曹有、曹善业父子作为孙中山的 “乡里”及其西医的支持者，除了
“知见”孙中山 “揭银”外，还将草堆街８０号提供给孙中山作为居住与赠医之场所，并给予资
金支持，由此见证和参与了中西药局的筹款、选址及开办。⑥ 现存草堆街８０号房屋，楼高三层，

进深２８米，属粤式上居下铺建筑。根据该房屋的格局与功能，葡籍学者高美士认为，孙中山当
年乃将住所和诊所设在草堆街，“在他一生中，这是个极其动荡的时期，孙中山必须数次居住于
澳门。他将住所 （ｒｅｓｉｄêｎｃｉａ）和诊所 （ｃｏｎｓｕｌｔóｒｉｏ）设在草堆街 （Ｒｕａ　ｄａｓ　Ｅｓｔａｌａｇｅｎｓ）”。⑦

三、孙中山：“时欲物色热心同志”而 “杳不可得”

在上述华商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医务似乎颇为顺遂，他在药局诊症，在街外赠药，非常忙
碌，诊金收入也颇为可观， “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⑧ 然而，１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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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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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镜湖》，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２６，１８９３．
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第２页。
《澳门宪报》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２６日，第５２号。
《澳门宪报》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第３５号。按：曹有逝世后，其房产除了曹善业掌控之外，也有一部分
陆续分至各子名下。参见 《澳门宪报》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４７号。

参见镜湖医院慈善会：《纪念辛亥革命　弘扬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刊》，第４０页。

２０１０年５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成立 “中西药局关注小组”。９月１８日，邀请专家、学者及相关社
会团体负责人召开 “草堆街八十号论证会”。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特区政府乃斥资３６００万澳元收购了该
房屋。据悉，文化局拟按澳门传统药房的格局，将该房屋规划修葺为孙中山在澳门事迹展览馆。《政府

３６００万收购草堆街８０号》，《澳门日报》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３日，Ａ１版。

Ｌｕíｓ　Ｇｏｎｚａｇａ　Ｇｏｍｅｓ，Ｃｕｒｉｏｓｉｄａｄｅｓ　ｄｅ　Ｍａｃａｕ　Ａｎｔｉｇａ，２．ａｅｄｉ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Ｍａｃａｕ，１９９６，ｐｐ．
１７２－１７５．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１册，第２７页。



年１月前后，声誉日隆的孙医师却带着遗憾离开澳门。①

关于孙中山离开澳门的原因，一般解释为受澳门葡萄牙同行的排斥，而这一原因，源自孙
中山自述：

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齮龁，始则禁阻
余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
予之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
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②

冯自由也称，“孙总理……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
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受葡医所排，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局于广州冼基”。③

当代学者也普遍认为，孙中山 “受澳门葡籍医生排挤，改赴广州行医”。④ 据此，孙中山 “受葡
医排斥而离澳”，似成定论。

然而，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镜海丛报》刊登的 《照译西论》，披露了镜湖医院存在的某些问
题，该院部分司事、值事和医生 “殊失公道”， “忌妒”孙中山，孙在镜湖 “独立难支”的窘况
随之浮现出来。该评论指出：“若镜湖医院者，实无益于贫病，而徒有其名者也。”据称，镜湖
医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１）“医生不得其人”，医疗水平欠佳，“今该院之中国医生，扣其
学则无有，考其出处则卖菜担水者或亦有之，其席位则三月一易”。而且医生的聘请，不经考
试，只靠人情关系，“其请医则不计其能医人与否，惟视推荐值事情面而定弃取”；（２）医院值
事缺乏 “怜悯之心”，连病人的收治，也要看值事的 “情面”，“病人之进院，不计其症应否入院
方能医治，医生固不晓何等病症应进院，何等不应进院，其司事则体值事之情面所荐，如无值
事荐入，虽危急亦不收；有人荐，则不病亦收以养之”； （３）排挤西医，特别是疑忌 “春满镜
湖”的西医孙中山。引入西医，中西兼施，于医院本是大好事，“该院惟自孙医生入内，自筹经
费，开创西医局，益人甚多。初时每日街症百余人，后以经费不多，则限赠五十人之药。又遇
有大症，则收入院内医治，如砂淋、肉瘤等症割愈甚多，此皆为从前所未有，若永远如此办法，

岂不甚善”？但是，孙中山的这种 “善举”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最终 “为该院司事、医生、值事
等所忌……停办，殊为可惜。今街外赠诊，该院亦尽委之于孙医，因而现时经费，概由孙医捐
资独办，颇有端倪，但独立难支……夫医院每日只医十数人，而一年开销六七千元经费。今西
医局每日医百数十人，其功十倍，乃令一人担待其任，亦殊失公道矣”。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作
者认为，“其法有四”，其中，经费方面必须向西医倾斜，“院内经费当分一半，以给西医经费”。

否则，镜湖医院 “使有为善之名而无为善之实，则不如勿设，以省无益之资矣”。⑤

根据此篇评论，费成康认为，“葡籍医生的排挤，只构成孙中山离开澳门的部分原因，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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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费成康根据中西药局最后一次刊登广告的日期，推断 “孙中山离开澳门的时间当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前
后”，因此，“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生涯长达一年多时间”。（费成康：《孙中山和 〈镜海丛报〉》，《镜海
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页）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０页。
《孙总理行医广告》，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６—７页。按：史扶邻 （Ｈａｒｏｌｄ　Ｚ．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称，真
正的原因可能是香港、澳门政府之间缺乏学历互认机制，正如持有葡萄牙和其他外国学历证书者不能
在香港执业一样，澳门政府也没有义务承认英国的医学学历。（Ｈａｒｏｌｄ　Ｚ．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３２）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６页。
《照译西论》，《镜海丛报》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２３号。



镜湖医院有关人士的冲突当是他离去的又一重原因”。① 李长森也认为，孙中山将离澳的原因归

咎于 “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的规定以及澳门葡医 “饬令药方见有他国医生所定

药方，不得为之配合”，而绝口不提镜湖医院的经历， “可能是由于他以大局为重，将与医院的

关系视为个人或者华人之间的恩怨，不愿将其公布于众而已”。②

此篇评论，可信度如何？姜义华认为，“该文的原文是葡文，其作者当是孙中山的葡萄牙朋

友。文章的部分内容，如整顿该医院的四条措施等，很可能由孙中山提供。而该文的译者也可

能是孙中山本人，他和作者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③ 笔者认为，不管该文的实际作者和译者是

谁，从当时澳门的医务环境以及孙的医务发展来看，评论所述确实道出了孙在镜湖乃至澳门的

困境：孙中山在澳门推行西医，触动了传统中医的利益，遭到镜湖医院部分人士忌妒。尽管早在

１７世纪，西方医学便已传入澳门，但并没有建立完善、持续的西医医疗服务体系，西医市场颇为
“冷淡”，而传统中医则有着深厚的基础，为包括葡人在内的居民广泛接受。“实际上，在十九世

纪，西医和药剂师不多，而且主要都是为驻军服务的。城中的豪门大户仍然接受中医治疗。”④

至１９世纪上半叶，连土生葡人也热衷于看中医， “找中医看病的主要是葡裔的葡萄牙人家庭。

因此，它是澳门最好的医疗。同时，偶尔有葡萄牙和外国医生”。⑤ 据澳葡政府统计，１８６７年，

澳门有中医师１０４人，中药师５２人，草药商４２人，西药房则为零，至１８９６年，仅中医师就有

１１４人。可见，中医是澳门医务市场的主流，相当盛行。到２０世纪初， “当阿维罗的医生黎登
（Ａｎｔòｎｉｏ　ｄｏ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Ｌｅｉｔｏ）于１９０７年抵达澳门之时，西医仍旧不为人们所信任……的确，

当时葡萄牙医生仍无法与具有千年医术历史的中医抗衡”。⑥ 镜湖医院既然 “向用中医中药施治

贫病”，经过２０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澳门中医菁华之所在，可谓澳门 “最好的医疗”。在中医中

药广受中葡居民欢迎的氛围中，孙为了进入镜湖医院，实在有点 “委曲求全”：尽管有镜湖医院

资深绅董卢九、何连旺等人推荐，并经其本人 “屡请”，而且声明 “充当义务，不受薪金”，医

院才 “破例从之”。没料到的是，孙中山到镜湖医院后， “由是中外人士多就总理诊治，莫不著

手成春，称为国手”。⑦ 可以设想，一个刚刚毕业、初到澳门的年轻华人西医，竟然被称为 “国

手”，而且病患盈门，“户限为穿”，这对已经处于弱势的葡籍医生固然构成巨大威胁，正如孙中

山所述，“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

之妒焰已起而相迫”；⑧ 同时，对镜湖医院乃至澳门的中医，在医务及心理上，也不啻是一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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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成康：《孙中山和 〈镜海丛报〉》，《镜海丛报》，第６页。

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８页。

姜义华：《〈镜海丛报〉序》，《镜海丛报》，第５页。

阿马罗 （Ａｎａ　Ｍａｒｉａ　Ａｍａｒｏ）：《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
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３册，澳门：澳门基金会，２００９年，第９９１页。

１８２８年澳葡总督边度 （Ａｄｒｉｏ　Ａｃáｃｉ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ｅｉｒａ　Ｐｉｎｔｏ）发给里斯本的报告。Ｍｓｓ．ｄｏ　Ａｒｑｕｉｖｏ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ｒｉｎｏ（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手稿）。转引自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
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３册，第９９１页。按：边度于澳葡
总督的任期为１８３７年２月２２日至１８４３年。（参见施白蒂 （Ｂｅａｔｒｉｚ　Ｂａｓｔｏ　ｄａ　Ｓｉｌｖａ）：《澳门编年史 （十九
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４页）因此，笔者怀疑 “１８２８年”当为１８３８
年之误。

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 《澳门史新
编》第３册，第９９８、９９１页。
《孙总理之医术》，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９页。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０页。



大的冲击与压力。因此，孙中山招来葡医以及中医的排挤、忌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评论者还指出，正由于镜湖医院存在上述问题， “所以澳中善士，又多立一同善堂以医人，

职此故也”。① 同日出版的 《镜海丛报》葡文版所载此篇评论的 “引语”更是明确指出，同善堂
的设立，是 “为贫困阶层提供镜湖医院不能提供的医疗服务”，② 因为镜湖医院的现状，“与我们
华人同胞 （ｃｏｎｃｉｄａｄｏｓ）中那些心胸宽广、好善乐施者的初衷相牴牾”，因此， “我等听闻数名
华籍要人对其批评不绝于耳，且对其司理多有诟病。日前，我等曾目睹议事亭前地隆重开张了
一间新的慈善机构———同善堂 （Ｔｕｍ－Ｓｉｎ－Ｔｏｎｇ）。该机构的设立，几与镜湖医院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分庭抗礼”。③ 显然，镜湖绅董乃至华商领袖之间，在镜湖医院的内部管理以及如何对待
孙中山及其医务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孙中山在镜湖的处境颇为艰难。

不过，笔者认为，除了受到葡医、中医的排挤和忌妒外，孙中山离开澳门，还有另一层重
要原因：澳门华商对其 “改造中国”的理想过于冷淡，孙中山在澳门找不到志同道合的 “热心
同志”。据孙中山自述，他的 “政治生涯”始于１８９２年在澳门行医时，“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
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

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④ 他到澳门行医，显然不仅仅是为
悬壶济世。早在读书期间，在一次从香港到澳门的旅途上，他曾在香山轮船栏杆旁对陈少白说
了一番话，“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⑤ 既到澳门，孙中山乃 “借医术为入世之
媒”，以镜湖医院为切入点，物色从事政治运动的 “热心同志”，“因诇知镜湖医院为全澳有名绅
商所公立，向用中药施治贫病。若从事政治运动，非先向该院绅商入手不可”。⑥ 众所周知，孙
中山、陈少白、尤列经常聚于水坑尾杨鹤龄寓所，谈论时政，“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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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译西论》，《镜海丛报》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２３号。按：据 《创建濠镜同善堂碑序》，创建值事有

３４０位 （间）商人和商号，曹子基、何穗田、卢焯之、萧瀛洲、吴节薇等与孙中山交往密切，且支持孙
中山医务的华商均参与了同善堂的创建。（参见陈树荣主编：《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门：同善堂值
理会，１９９２年，第９７页）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 （十九世纪）》，第２７５页。

Ｈｏｓｐ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１９ｄｅ　Ｄｅｚ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１８９３．按：档案显示，同善堂最初的地址
在议事亭前地１４号。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日，卢九等人递交的禀文称，“窃董等设一公会，捐助集资，购买
旧屋一间，座落议事亭前地门牌十四号，现今改建重新，名曰同善堂，以为宣讲圣谕，赠医送书，捡
拾字纸等事”。（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Ａ０７１７ＡＨ／ＡＣ／Ｐ－１２７５，澳门历史档案馆藏）关于 “仁慈堂右
邻写字楼”之孙医馆是否在１４号同善堂内，学界仍有较大争议。庄政认为，孙医馆设在 “议事亭前地
十四号”；（庄政：《孙中山学医及行医述略》，《历史月刊》（台北）第６０期，１９９３年）张磊等学者也认
为，“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每日下午１时至３时在位于议事堂前地，仁慈堂右邻的同善堂写字楼诊
症”；（张磊、盛永华、霍启昌： 《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１６４页）黄宇和则认为，

孙医馆设在议事亭前地１６Ａ号。（黄宇和：《孙逸仙澳门行医探索》，《九州学林》（香港）２００８年第６
卷第２期）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４９—５０页。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１册，第２９页。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第７２—７３页。按：据孙中山自述，“及予卒业
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
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９页）葡国学者也指出，孙中山 “也许是为了更好地
维持生计，他决定开办肺病治疗所并在草堆街开设药局。这两个地方虽说是为病人服务的，但也是革
命党人的活动据点”。（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１７期，１９９３
年）但如要断定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具有明确的革命思想，且一边行医，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仍需寻找
新的证据。



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① 时已结识孙中山的卢九、吴节薇、何连
旺等人，对孙中山等人的 “革命之言论”，应该时有所闻，但能否被孙中山引为 “同道”，却是

另一回事。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卢九、吴节薇、何连旺以及萧瀛洲等人对孙中山的政治抱
负及其 “政治言论”反应冷淡。华人绅商的这种态度，让孙中山颇为失望，以致对卢九诸人
“不敢引为知己”。据冯自由称：

就中绅商之具有声望势力者，只何穗田、卢九、吴节薇、陈席儒、陈庚如 （虞）、萧瀛
洲数人。卢、萧二氏为烟赌巨商，向以交结中外官宦为光耀，最称顽固。二陈为檀香山大

农业家陈芳之子，稍具洋化而乏远见。穗田节薇思想较新，可作政治谈友。穗田尤热心爱

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总理所认为好友而时得其助力者，即此何吴二氏耳。总理居澳
半载，时欲物色热心同志如郑士良陈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 “遂有易地广州另创门面之意”。② 可见，卢九等人在政治上或 “顽

固”，或 “乏远见”，何连旺虽然可作 “政治谈友”，却不赞成 “激烈之主张”，孙中山欲在澳门
寻觅 “热心同志”，自然是 “杳不可得”。“虽然，澳门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但孙逸仙却认为就开

展政治运动来说，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困难。此外，当地很少政党可以被拉拢”。③ 这种情形，诚

如冯自由所言， “惟当时澳地民智尚极闭塞，居民多不相信泰西医学，欲使移风易俗，已属非
易，更未便向之商讨国是”。④ 就以 “政治运动”为目的，对澳门华商抱有颇高期望的孙中山而

言，这种政治上的 “失望”与 “孤单”，也许要超过他在医务上所受到的排挤和忌妒。

总之，由于医务上遭受 “顿挫”，政治上颇感 “孤独”，孙中山最终还是离开了澳门，“那里
缺乏政治活动的良好条件，他 （孙中山）深感难以寻求志同道合者，加之受到葡萄牙同行的排

斥，致使医业 ‘猝遭顿挫’。因此，他决定到广州去”。⑤

四、卢九父子：“最称顽固”与鼎力襄助

１８９３年２月，孙中山在镜湖医院期间，一群华商另立了一间慈善机构———同善堂，而领头

创建者，正是著名赌商卢九。⑥ 孙中山与卢九父子关系密切，他在澳门时，乃至民国后，无论是
行医实践，还是政治运动，甚至家庭事务，都得到了卢九父子的支持和帮助。

卢九 （１８４８—１９０７），名华绍，字育诺，号焯之，又名卢华富，广东新会潮连人。据 《卢氏

族谱》称，卢九 “少失怙恃，生计殊窘。弱冠后，始至澳门，业钱银找换。稍有蓄积，设宝行
钱号。既而以善营商业，雄财一方”。⑦ 卢九早于１８７９年便任镜湖医院总理，为该院资深绅董。

·１８·

澳门华商与孙中山的行医及革命活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建国方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２２９页。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第７３页。

卡洛斯·高美士·贝萨：《澳门与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孙逸仙致若塞·卡洛斯·米那总督的一封
信》，第１８页。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第７２页。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３５页。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日，卢九、关蕙田、何连旺、王岐卿等４６人向澳葡总督递交创建同善堂的禀文；１８９３
年２月２５日，澳葡政府批准设立同善堂。（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Ａ０７１７ＡＨ／ＡＣ／Ｐ－１２７５，澳门历史
档案馆藏）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２４ 《家传谱》，“二十世焯之公”，１９４７年修订，１９５０年铅印
本，第２１页。按：卢九家族除了宝行银号 “业钱银找换”外，主要涉足赌博经营，是近代澳门著名赌
商家族。关于卢九及其家族事迹，参见林广志：《晚清澳门华人巨商卢九家族事迹考述》，《澳门研究》



在医务上，卢九是孙中山推行西医的坚定支持者：出于对孙中山人品医术的肯定，他是孙中山
进入镜湖医院的引荐者之一。据 《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记载，孙进入镜湖，是卢九 “挽其
留澳”，“光绪十八年，澳绅张心湖太夫人疾，聘西医孙逸仙博士来澳诊治，已而药到回春，神
乎其术。于是，荣禄公 （卢九）挽其留澳，荐以镜湖医院医席，为镜湖西医之首任”；① 卢九自
称 “乡愚弟”，多次带头在 《镜海丛报》刊登广告，积极宣传孙的人品医术，协助孙诊症赠药；②

如上所述，卢九领头创建 “赠医送书”的同善堂，显然是对镜湖医院部分人士对孙及其西医
“殊失公道”而作的抵制。政治上，卢九虽然 “最称顽固”，无法成为孙中山的 “热心同志”，但
在关键时刻，他对孙的革命活动还是给予了帮助。１８９５年１０月，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被清政
府通缉，乃在香山人唐雄的帮助下，③ 寻机逃出广州，“后幸得达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门。在
澳门留二十四小时”。④ 在此危急之际，卢九以其在省澳的影响和势力，与葡人飞南第一道，向
孙中山伸出了援手：“孙博士之居澳也……不久，闻于清廷，下通缉令，事颇急，荣禄公商于葡
籍友人飞若瑟 （飞二）者，以船护至香港，转神户焉。”⑤

卢九育有１７子。⑥ 与卢九不同的是，对于孙的政治运动，其长子卢廉若、次子卢煊仲、三
子卢怡若、四子卢兴原或暗中保护，或捐助资金，或矢志追随，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以
不同的方式支持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成为孙中山的 “热心同志”。⑦

卢廉若 （１８７８—１９２７），名鸿翔，字圣管，号廉若，又名光灿，生于广东新会潮连。及长，

至澳门，随父经营银号、烟赌，遂成巨富。卢廉若长期担任镜湖医院、澳门商会的总理，与历
任澳葡总督熟稔，交游广泛。⑧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卢廉若的政治态度也随之转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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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６期，２００６年。

①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１９５９年，不著页码，未刊
稿。按：１９５９年，“革命老人”卢怡若年届７７岁，早年的革命追随者以口述作传方式为之贺寿。此稿
为亲历者口述之作，系澳门华商参与和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史料。２００７年８月，卢怡若孙女卢
美颜将此稿电子版赠予笔者，特此致谢！
《春满镜湖》，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Ｓｅｔｅｍｂｒｏ　２６，１８９３．
唐雄为孙中山的 “友好及同志”，“以前曾与总理在檀岛教会小学同砚，后偕总理在香港同日受耶教洗
礼”。（《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集，第１５页）其详细事迹，参
见金英杰：《战后萧条经济似死水，升平旅店开赌救市》，《新报》（澳门）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４日，Ａ０６版。
《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４页。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 《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飞若瑟，即飞南第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Ｈｅｒｍｅｎｅｇｉｌｄ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１８６３－１９２３），出生于著名的土生葡人家族，其祖父为维森特·若
瑟·飞 南 第 （Ｖｉｃｅｎｔｅ　Ｊｏｓé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其 父 尼 古 拉 · 托 伦 第 诺 · 飞 南 第 （Ｎｉｃｏｌａｕ　Ｔｏｌｅｎｔｉｎ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在澳门利宵中学毕业后，往香港发展，利用语言优势，进入港英高等法院任翻译员，在法
庭上结识孙中山。１８９３年回到澳门，投身报业，先后创办中葡文版 《镜海丛报 （Ｅｃｈｏ　Ｍａｃａｅｎｓｅ）》。

１９１９年７月考入澳葡政府华务司译务处。（参见李长森：《卢九父子与土生葡人飞南第家族》，林广志、

吕志鹏主编：《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民政总署，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６页；

金国平：《孙中山与澳门二题》，《澳门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另外，关于此次相救，葡国学者也指出，

飞南第是与 “朋友们”一起帮助孙中山脱险的。（参见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
杂志》（澳门）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２４ 《家传谱》，“二十世焯之公”，第２１页。

据卢怡若回忆，“我们兄弟差不多对革命都有兴趣，我的哥哥和弟弟们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我的四弟还
参加了黄花岗之役”。（《旅澳老同盟会会员卢怡若昨来台》，《台湾新生报》（台北）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

卢廉若是近代澳门著名华商领袖之一。他于１９１３、１９１９、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任镜湖医院总理；１９１３年１月

８日，澳门商会 （澳门中华总商会前身）成立，卢廉若被选为值理，另于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任第三、四届



（卢廉若）一开始是支持改良派的，但后来革命党人在全国的影响日甚时，他便转而支持革命党
人。”① １９１２年５月，孙中山应卢氏兄弟邀请访问澳门，下榻卢家府邸 “娱园”。在卢廉若的安
排下，澳门中葡各界人士百余人在娱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２０日，孙中山还专门与卢廉若、卢
怡若兄弟等人在春草堂合影留念。② 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０日，孙中山为探望患病的长女孙娫，再次来
到澳门，并借机联络国民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作为孙中山的 “同志”，卢廉若兄弟参与了此次会
见，“刚刚组建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脱胎出来的，卢廉若和他的几位家人都是该党的成员”。③

“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涌入澳门避难。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广东政府照会葡萄牙驻广州
总领事，要求澳葡政府协助缉拿陈赓虞、陈席儒、邓铿三人，澳门华务司为此展开调查。澳葡
总督为情势所迫，召见卢廉若、卢怡若，查询实情。④ 卢氏兄弟乃虚与委蛇，搪塞了事，称 “不
知道他们是否来过澳门……知道陈席儒经常出入人人周知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中华俱乐
部”。实际上，“卢廉若和他的弟弟提供的情况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但可以使澳门政府凭此在表
面上和广州政府进行合作”。⑤

卢煊仲，名宗璜，字圣岸，号煊仲。⑥ 就现有资料看，卢煊仲主要在财务上支持孙中山的革
命事业。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叛变，讨逆战事，军饷甚急，而粤省财政，已成空虚。为此，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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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副理，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任第五、六届总理，１９２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任第八、九、十届总理，１９２７年任第十
五届总理。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时任商会总理的卢廉若被任命为澳葡政府政务会议首位华人成员；１９２５年４
月１３日，获葡萄牙王室颁授基利斯笃一等十字勋章。卢廉若逝世后，澳门官民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３１日为
之举行盛大葬礼，总督夫妇执绋步送，全城下半旗致哀。在澳门历史上，卢廉若为首位享此礼遇的华
人。（参见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 《肖像》， “二十一世廉若公遗像”；镜湖
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８７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
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１９１３—２００３）》，第９２页；林广志：《澳门卢氏家族资料四种》，《澳门历史研究》

第３期，２００３年）

①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该照片有题记 “孙大总统莅澳驻节家园时留纪，民国元年五月二十日卢怡若誌于娱园”。照片为卢怡若
孙女卢美颜捐赠，现存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按：关于照片中的人物，历来说法不一。张磊
等人认为，此为 “孙中山在卢园春草堂前门廊与镜湖医院值理合影”；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 《澳
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２２８页）汤开建认为，照片左起第一人为胡汉民，第二人为陈
炯明，第三人为卢怡若，第四人为飞南第，第五人为孙娫，第六人为孙中山，第七人为陈席儒，第八
人为卢兴原，第九人为卢煊仲，第十人为卢廉若。而 “以上人物无一人为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镜湖医院值
理”。（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５卷，第２２３１页）也有人认为，胡汉民此次
“未能随同孙中山访问港澳等地”，而第五人应为孙婉。（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广州：广东
省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按：目前尚未发现卢
廉若加入国民党的资料。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３１日卢廉若的葬礼上，亲历者、葡人Ｊａｉｍｅ　ｄｏ　Ｉｎｓｏ看到，其
灵柩上 “覆盖着葡萄牙国旗、国民党党旗和赛马俱乐部的旗子”。 （Ｊａｉｍｅ　ｄｏ　Ｉｎｓｏ，Ｖｉｓｅｓ　ｄａ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ｓｂｏａ，Ｊ．Ｉｎｓｏ，１９３２，ｐ．８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　ｄｅ　Ｍａｃａｕ，Ｐｒｏｃａｒａｔｕｒ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ａ　ｄｏｓ　Ｎｅｇóｃｉｏｓ　Ｓｉｎｉｃｏｓ，Ｎｏ．１５，Ｍａｃａｕ，４ｄｅ　Ｏｕｔｕｂｒｏ　ｄｅ
１９１３．澳门历史档案馆藏。

若昂·哥德斯：《孙逸仙与澳门和革命》，《文化杂志》（澳门）第１７期，１９９３年。

卢煊仲也是著名华商领袖，他于１９１７、１９１８、１９２５、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任镜湖医院总理，另于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年连续任医院的 “管尝值理”；１９１９年任第七届澳门商会副理。（参见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
族谱》卷首 《肖像》，“二十一世煊仲公遗像”；镜湖医院慈善会： 《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

８７—８８页；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 （１９１３—２００３）》，第９２页）



中山 “亲躬理财”，曾发出多份财务 “手令”。① ７月３日，孙中山委任冼灿云为驻港筹饷委员，②

７月１０日，“电谢海外华侨接济军饷，并请继续支持”，８月１日，“复电海外国民党支部，勉以

续助军饷”，③ １０月２６日，又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④ 希望 “港澳同志”组织
“财团”，筹措经费，讨伐陈逆。值此艰难时刻，卢煊仲毅然加入财团， “慨垫巨款”。为此，１２
月８日，孙中山致函 “暄 （煊）仲仁兄”：

近得港中同志电告，藉知吾兄以爱国爱乡之志，慨垫巨款加入财团，仁侠高情，佩仰

之至！陈逆叛国，遂使百粤沉沦，种种倒行逆施，已天怒而人怨，即其垄断自肥，使吾粤

财政枯竭紊乱，四民悉受其影响。港澳同志有鉴于此，组织财团，以图恢复，整理故侪，

造福将来，其功甚伟！得兄慨为提倡，尤易有成矣。⑤

可见，陷于财政困难的孙中山对卢煊仲带头捐款的欣喜以及对他 “慨为提倡，尤易有成”

的期望。

卢兴原曾留学英国，归国后长期从事司法工作，为我国近代法律界知名人士。⑥ １９２３年４
月２９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任命卢兴原为总检察厅检察长。⑦ 卢兴原上任后，鉴于财政困

难，经费无着，曾呈函大本营，请求 “将发行状纸状面权划归该厅办理，并将该款拨充厅费”。

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０日，此请获孙中山批准，“事属可行，应予照准。嗣后所有发行状纸、状面，即

由该厅办理，该款并准拨充该厅经费，以资维持”。⑧

与其兄弟比较，卢怡若则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追随者，是澳门早期革命的主要推手之

一。卢怡若 （１８８４—１９８５），名宗缙，字圣惇，号怡若。⑨ 怡若年少时，正值孙中山在镜湖行医，

因其父卢九的关系，得以认识孙中山。１９０１年，卢怡若进京应试，曾短暂留京，与改良派人物

康有为、恭亲王溥伟交游，“执弟子礼”。回澳门不久，再遇孙中山，即引为知己，“每相过从，

旧雨欣逢，谈心永夕”。孙中山鼓动卢怡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财力，参与 “匡国”伟业。他对卢

怡若说：“吾子饶于资，当效卜式输财而匡国；吾子博于学，奚让伍员偃蹇而后吴？抑吾子以异

族功名为显，亲王门生以为荣哉？吾子卓荦奇伟，若壮其志于伟大，则汉人之所望也。其有意

于斯乎？”经过动员，卢怡若 “革命之思想，以是油然而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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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经济拮据，孙中山亲躬理财的手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
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插图。

吴伦霓霞、陈胜粦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第７９页。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第２９６—２９７页。
《致邓泽如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５页。

此函未见收录于任何一种孙中山文集和史料集。原件藏于香港卢衍民 （卢煊仲之孙）家中，广东省江
门市华侨博物馆存有复制件。此函复印件为卢九家乡———新会潮连街道办退休干部卢炳荣于２０１１年１
月赠予笔者，特此致谢！另外，此函未署年份，笔者曾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９日执此函影印件向张磊请教。

张先生认为，１９２２年７月之后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经费 “最为紧张”，此函应写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８日，

时孙中山已离穗赴上海。

卢兴原，字圣步，号孔勉。曾游学英伦，获法学硕士学位，考取英国大律师资格。回国后历任外交部
司长、大理院庭长兼平政院庭长、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等职。（卢子骏增修：《新
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首 《肖像》，“二十一世孙兴原肖像”）
《任命卢兴原职务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７卷，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第４１３页。
《给卢兴原的指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９卷，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卢子骏增修：《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卷１７下 《宗支谱》，“宗缙”，第２４页。



１９０２年，卢怡若便 “衣洋服，剪辫子”。未几，留学日本，在横滨加入同盟会，“卢公列党

之后，闻于海外各地。时陈少白主笔政于香港 《中国日报》，少白为文布道之”。① １９０５年９月，

冯自由、李自重受孙中山委托，赴澳门 “联络同志”。② １９０９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卢怡

若为主要负责人之一。③ 为避开清政府耳目，同盟会 “不能不秘密行动”，而活动经费则由卢怡

若负担，“每相约至黑沙湾最僻之地举行会议，一切组织费用，皆负于卢公”。④ １９０９年，该会
“首见于行动者”，为创建 “华服剪发会”。该会成立时，租清平戏院为会场，广邀中外人士出

席，卢怡若为大会主席， “于演辞中鼓励华服剪发之外，并从中申述革命救国，以唤醒人心”，

与会者多 “垂辫而入，持辫而出”。⑤ １９１１年７月，为了寻求固定的活动场所，卢怡若等人租下

白马行街一大屋二楼，与林君复、萧俜一联名向澳葡政府申请成立 “濠镜公众阅书报社”，⑥ ２９
日，获澳葡政府批准。⑦ 该社 “开幕”之日，澳门为之轰动，“港中琳琅幻境白话戏班闻之，特

愿为之演剧一宵助庆……印送票至三千余之多”，当晚，清平戏院 “人声鼎沸，几乎闹事”。此

外，“更有在轮船卖药者几人演说革命”。⑧ 表面上，该书报社为一公开的图书馆，其实为同盟会
“半公开的机关”，里面陈列了许多策动革命的书报 “以为鼓吹”， “并为同盟会所，卢公主盟于

此，杨振熊等于此时先后加盟”。⑨ 据赵连城回忆，“在谢英伯策划下，同盟会在澳门开始发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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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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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卢怡若于１９６７年填写
的 《中国国民党年老党员生活补助党员特别借助申请表》，自称于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五月五日在日
本加入同盟会，“党证字号”为 “香字２３０９８”。此时同盟会尚未成立，恐系卢氏误记。该表由卢怡若后
人捐献，现存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
《给冯自由李自重的委任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６页。

张磊、盛永华、霍启昌：《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第１９９页。按：据赵连城回忆，“澳
门同盟会支部的工作当时是接受香港方面领导的。澳门的主盟人初由谢英伯兼任，谢一度奉派去檀香
山，乃改由 ‘香军’参谋林君复继任主盟人。当时支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刘公裕、卢怡若、陈峰海、

刘卓凡、陈卓平、林了侬、梁倚神、刘大同等”。（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
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２页）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既与卢怡若引为知己，可能也曾属意卢怡若
组建澳门同盟会：“既而中山先生授命与卢公及林君复、邓三伯、谢英伯等，组织同盟会于澳门，为策
动革命之机构。”（参见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按：关于此次活动，据赵
连城回忆，“那时同盟会已开始在澳门发展组织，当地已故著名富商卢九的第三子卢怡若 （又名新仔）、

工程师刘公裕、牙医刘大同、国民兴书局司理邓继明等都已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在这些社会上层人士的
号召下，‘澳门华服剪辫会’在当时最大的戏院———清平大戏院举行一次群众性大会，到会人数约达千
人，已剪去辫发的人都穿着华服到会作为示范”。（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
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９０页）

禀文如下：“具禀绅士卢宗缙等，为组织公众阅书报社，拟定章程，禀乞恩准存案。事切绅等，悯本澳
华侨缺乏教育，殊有碍于世界之进化。爰约集本澳各热心家，担任经费，仿照各国办法，创立一公众阅
书报社，备购大西洋及各国书籍报纸，任人入内观览，不收费用。此既可补教育之不及，即所以助世界
之文明。惟绅等托庇宇下，凡结集社会，理合将办法详陈，以崇法律，而昭正大。兹谨将社内章程附列
于后，禀乞督宪大人恩准施行，绅等幸甚。”澳葡政府民政厅档案：“由卢宗缙等人建立的公共图书馆
———濠镜 （公）众阅书报社章程”（Ｅｓｔａｔｕｔｏｓ　ｄａ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Ｐúｂｌｉｃａ－Ｈｏｕ　Ｋｉ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Ｉｕｔ　Ｓｕ　Ｐｏｕ　Ｓｉé－
Ｆｕｎｄａｄａ　ｐｏｒ　Ｌｕ　Ｃｈ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ｅ　Ｏｕｔｒｏｓ），１９１１／７／１２—１９１１／７／２２．ＡＨ／ＡＣ／０３１６９，澳门历史档案馆藏。
《澳门宪报》１９１１年７月２９日，第３０号。
《志士之志》，《华字日报》（香港）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４日，第３版。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织，在南环四十一号秘密设立了同盟会支部的机关，同时还参照当时同盟会在海外工作习惯采

用的 ‘书报社’形式 （香港设有 ‘民生书报社’），在白马行街钓鱼台的一座三层大楼成立了
‘濠镜公众阅书报社’（澳门旧称濠镜）。该社由卢怡若以绅商资格取得澳门葡政府批准立案，并

向各界发动募款捐书，以供群众借阅”。书报社成立后，立即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会员，培基学堂

学生赵连城、古桂芬、冯秋雪、冯印雪、区韶凤、何国材、周树勋等七人首先加入同盟会。①

民国元年，孙中山邀请卢怡若至南京共商国是，并委之为总统府顾问，后任总统府筹饷委

员，与孙中山之兄孙眉南下筹饷。时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军政费用紧绌，乃与港澳同志商量，

决定在港澳筹款，以应急需。卢怡若遂与陈少白、杨西岩、陈席儒、陈赓虞、容星桥等人 “筹

得巨款，雇专轮载以赴省”。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卢怡若 “眷念故人，邀之来澳”。在澳

门期间，孙中山对民国前景不无忧虑，认为袁世凯 “今居总统之位，岂诚意匡民救国乎？未始

不为忧也”。有虑及此，孙决定派一位可信之人进入袁世凯政府， “从事窥袁之举止，以联络革

命同志”，此乃 “策之善者也”，而卢怡若则为最佳人选。孙中山将此意告知卢怡若，并极力向

袁世凯推荐。不过，卢怡若出于多方面考虑，“未就”。② 孙中山此次在澳门短住，与卢怡若多次

晤谈国事，互道珍重。现存的一张旧照片，见证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孙中山抵澳不久，将一帧

半身照片题赠卢怡若，照片右上方题 “怡若先生惠存”，左下方落款 “孙文持赠”。③

孙中山逝世后，卢怡若仍与其居澳亲属保持密切联系，一直延续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２
年９月，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在澳门逝世，其孙治平、治强等从香港赴澳门奔丧。关于卢慕贞葬

于何处为妥，一众亲友以及治丧委员会议而不决。卢怡若认为，卢慕贞久居澳门，也应该葬在

澳门，“澳门虽属葡治，亦当画地以奉安”。可是，在西洋坟场安葬的华人，通常为已入葡籍的

人士。为此，卢怡若亲赴澳葡政府华务司陈说，并拜见澳督史伯泰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Ｍａｒｑｕｅｓ

Ｅｓｐａｒｔｅｉｒｏ），详述卢慕贞应该葬在澳门的理由，史伯泰为之感动，立即决定划地相赠。９月１０
日，卢慕贞得以安葬在旧西洋坟场。④

五、结　　语

孙中山在镜湖及中西药局行医坐诊，乃至在澳门的一切活动，均与华商有着密切关系，得

到华商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最初对支持他 “悬壶济世”的华商曹有、曹善业、卢九、何连旺、

吴节薇等人抱有很大期望，但这些华商对其政治理想缺乏兴趣，孙难以找到政治运动的 “热心

同志”，加之受到葡医、中医的排挤与忌妒，最终离开了澳门。这一过程，使孙 “早认澳门一地

不能为政治之运动，乃乘机收束中西药局而移于广州”。⑤ 即使如此，多年以后，孙对曾在医务

上给予他大力支持的 “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仍然心存感激。华商方面，其心态也颇为复杂。

首先，卢九、何连旺、曹善业等人热衷于华人慈善事业，对 “立竿见影”的西医颇为热衷，对
“华人而业西医”，且医术高明，义务诊症的孙中山大表欢迎，积极推介；其次，何、卢、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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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９１页。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照片背面题 “到澳不久赠卢相片”，是否为孙中山手迹，待考。该照片为卢怡若孙女卢美颜捐赠，现存
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档案室。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集，第７３页。



人拥有赀财，捐有官衔，深得清政府 “眷顾”，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对孙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政
治言论 “心有疑虑”，反应冷淡。但当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遭遇危险时，卢九等人毅然伸出援
手，暗中给予同情与帮助。辛亥革命后，与其父辈的 “顽固”、 “冷漠”不同，以卢廉若兄弟为
代表的新一代华商对孙的革命伟业有了新的认识，逐渐转变为革命的 “热心同志”，他们出钱出
力，甚至加入同盟会或国民党，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这种曲折关系和复杂心态，真实
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澳门华人社会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革命浪潮 “甫见开通”的情形。

孙中山在澳门的医务实践及其政治活动，给澳门华人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笔者认为，

孙早期在澳门的活动，无疑给镜湖医院乃至澳门华人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意义的 “革命”：一方
面，孙在澳门 “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① 他所鼓吹的 “改造中国”的 “政
治言论”，对卢廉若、卢煊仲、卢怡若等新一代华商以及杨振熊、赵连城、古桂芬等华人青年转
向支持或参与革命产生直接影响。他离开澳门后所从事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内地
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将澳门华人的政治视野带至更广阔的天地，尤其是更加关注祖国
的前途和命运。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广东军政府派员到澳门筹饷，澳门华人 “人人争先”，踊跃捐款。

１３日，手车行商人刊登布告，“情愿将五天内所得之车费，除各人伙食外，尽数帮助军饷”，“以
尽国民之责”，并且盼望 “大功告成，光复祖国”，其 “爱国之心”，于此可见。② 另一方面，孙
中山在澳门的医务实践，推动了西医在澳门的传播和普及，启动了镜湖医院向医疗现代化的转
型。孙中山离开澳门后，卢怡若自解私囊，聘请西医廖德山在镜湖驻诊， “赠医施药于社会卫
生”；③ 辛亥革命前后，时任澳葡总督马楂度 （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Ｍｅｌ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发现，“通常而言，华
人不接受西医和西式疗法，但最近以来，某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华人，也开始利用葡萄牙
的科学治疗方法”。④ 在这些华人的带动下，西医西药在华人社会逐渐兴盛起来。民国初年，卢
怡若发起组织 “西法接生会”，请女西医余美德主持医务，“自兹而往，产妇婴儿之伤亡日减”。⑤

镜湖医院于 “一九一九年兴建留医所 （Ｃ座大楼），一九二一年倡设保婴部。自此以后，西医西
药逐渐发展，为西法治病之需。一九二三年更倡办护士助产学校，中医中药最后在一九四四年
结束”。⑥ 可见，孙中山早期在澳门的活动之于镜湖医院的发展乃至澳门华人社会的开放，有着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附识：本文的写作和修订，吸纳了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并得到张磊、汤开建、金国平、

刘泽生、王杰、莫世祥、陈志雄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林广志，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兼学术总监〕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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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被难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５０页。
《澳车夫助军饷布告》，《华字日报》（香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第３版。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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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金国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９年，第３１４页）

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写：《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

梁秀珍：《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回顾》，镜湖医院慈善会：《镜湖医院１１５周年纪念特刊》，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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